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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视角下的道德损伤 

艾  攀  戴  艳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成都 610068) 

摘  要  道德损伤是指个体实施、未能阻止、目睹或听闻违背自身深层的道德信念和期望的行为, 对心理、

生理、精神、行为和社会的持久影响。道德损伤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 自 2009 年 Litz 从心理学角度对其重新

做出界定以来, 在心理学、伦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研究者已经编制出多个

多维度量表来对道德损伤的事件或症状进行测量, 运用认知行为疗法、认知加工疗法和针对道德损伤研发的

适当暴露疗法等措施来进行干预。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究道德损伤的发生发展机制, 确立道德损伤的

诊断标准, 推广道德损伤的适用范围, 丰富道德损伤的内涵, 从而拓展道德损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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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往今来, 战争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暴

力与杀戮不仅对士兵造成生理上的创伤, 也在心

理上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退役军人最

常见的精神障碍(Bergman et al., 2017; Fulton et al., 

2015; Steenkamp et al., 2017)。然而在生理与心理

创伤之外, 当军人面临道德和伦理上的冲突与挑

战时, 还可能引发一种独特的创伤——道德损伤

(moral injury)。比如在战争中对无辜的平民造成

伤害 , 面对受伤的妇女和儿童无法提供帮助等

等。这些行为无论是自己实施还是目睹他人实施, 

都可能深深违背了他们内心深层的道德信念, 引

起强烈的内疚和羞愧, 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Litz 

et al., 2009)。 

这样的创伤也有可能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其

他人群身上, 他们责怪自己对那些处于危险中的

人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 或是面对病人的痛苦感

到内疚。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期, 医护人

员不仅仅在生理层面面临感染, 甚至死亡的风险, 

面对众多需要帮助的患者, 他们在心理和道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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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承受着巨大的考验。过往的研究发现, 在诸

如 SARS 疫情、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后, 医护人员的痛苦和精神疾病发生率

都明显增加(Chong et al., 2004;Raven et al., 2018)。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医护人员的道德损伤也引

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Mantri et al., 2020;Wang 

et al., 2020; Hines et al., 2021)。 

自 2009年 Litz 等人从心理学角度对道德损伤

重新界定以来, 过去的 10 年里, 国外的相关研究

不断涌现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在我国, 虽然已

有学者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开展相关理论

研究(杨放, 常运立, 2015; 肖楚兰 等, 2018)和实

证研究(陈秀丽 等, 2020), 但是在心理学界, 道

德损伤还是一个尚未涉足的领域。本文梳理了国

外的相关研究, 介绍了道德损伤的概念、机制、

已有测量量表和干预措施,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

行展望, 以期为道德损伤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参考, 

促进道德损伤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2  道德损伤的概念 

2.1  道德损伤的缘起 

道德损伤的概念可以向前追溯到幸存者内疚

(survivor guil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纳粹德国

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屠杀了超过 600 万犹太

人。1945 年, 7000 余名幸存者被解救, 但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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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幸存者身上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症状：他们并没

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并开始

新的生活, 而是陷入深深的内疚、羞愧当中, 持续

被痛苦折磨着。Niederland (1964)首次提出了“幸

存者内疚”来描述这种症状。 

1980 年 , 当 美 国 精 神 病 学 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修订的精神疾病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Ⅲ)引入 PTSD的诊断时, 

幸存者内疚被列入了症状标准清单。但在 1987 年

的出版的 DSM-III-R 中, 幸存者内疚被降为仅仅

是一种相关症状(Leys, 2006)。在 1994 年出版的

DSM-IV 中, 幸存者内疚已经被删去, 现在最新的

DSM-5 当中, 持续性的负性情绪状态(例如内疚、

羞愧等)是 PTSD 的诊断标准之一。 

2.2  道德损伤的提出 

1994 年, 任职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 Shay

站在文化学的视角阐述战争带来的创伤经验(如

有关道德方面的创伤)是如何导致个体的消极改

变。在对越战老兵的研究中他发现：当长官背叛

了士兵所信仰的道德准则后, 一些士兵出现了愤

怒、退缩、信任感的缺失等状态。后来, 他首次

对道德损伤这一术语进行了界定：在高风险的情

境下, 具有合法权威的人士(例如战场上的领导者)

对正义的背叛(Shay, 2002)。 

虽然 Shay 最早对道德损伤这一概念做出了

界定, 但是他将“合法权威人士”的背叛视为道德

损伤的原因, 强调的是战场上具有权力的领导者

的过失。 

目前公认的是 Litz 等人(2009)首先对道德损

伤进行正式的科学研究, 他们认为临床工作人员

和研究人员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威胁生命的心

理创伤的影响上, 而没有充分关注引起内疚和羞

愧的道德和伦理事件的影响, 并且现有的一些概

念(例如 PTSD), 并不能很好地识别现役或退役军

人在道德伦理上遭受的长期伤害。基于对参加过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士兵的研究, 他从心

理学的角度, 给出了道德损伤的定义：指个体实

施、未能阻止、目睹或听闻违背自身深层的道德

信念和期望的行为, 对心理、生理、精神、行为

和社会的持久影响。Jinkerson (2016)基于 Litz 的

定义, 从综合症的角度强调了道德损伤在经验上

和理论上的一些公认症状：内疚、羞愧、精神−

存在冲突(包括生命意义感的主观丧失)和信任感

的丧失被确定为核心症状; 抑郁、焦虑、愤怒、

闯入性再体验、自我伤害和社会问题被确定为次

要症状。需要注意的是, 经历潜在的道德损伤事

件不代表遭受道德损伤, 关键在于个体如何解释

潜在的道德损伤事件。 

不同于 Shay, Litz 等人对道德损伤的界定, 是

将个体自己视为道德损伤的主体, 强调的是个体

的过失。后来的研究者对道德损伤的界定, 或是

基于 Shay 的定义(Beard, 2015), 或是基于 Litz 等

人的定义(Haight et al., 2016; McCarthy, 2016), 或

是将 Shay 和 Litz 的定义整合(Carey et al., 2016; 

Farnsworth et al., 2017)。总体来看, Litz 等人做出

了开拓性的工作, 并且道德损伤的概念也是从这

时起开始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Hodgson & 

Carey, 2017)。 

2.3  道德损伤与 PTSD 的区别 

PTSD 是军人群体经历战争后的一种代表性

创伤, 尽管其诊断标准与道德损伤的症状存在重

叠部分, 但是并不能充分解释道德损伤(Litz et al., 

2009)。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医生也发现, 一些战后

军人在精神上遭受着痛苦, 表现出部分 PTSD 的

症状, 但是不能简单地用 PTSD 的理论来进行诊

断(Gray et al., 2012)。Drescher 等人(2011)进行文

献回顾时发现一些症状并未被纳入 PTSD 的诊断

标准(虽然有些被列为相关症状), 但在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中 , 这些症状可能与道德损伤有关 , 

包括：道德态度和行为的消极变化、精神信仰的

改变或丧失(包括对上帝的消极归因)、内疚与羞耻

和宽恕问题、厌恶感和人格障碍、对他人和社会

或文化契约的信任降低、攻击性行为、自我照顾

能力差或自我伤害。 

Shay (2014)详细比较了道德损伤与 PTSD, 

认为存在以下区别：第一, 从诱因来看, 道德损伤

是由深刻违反了个体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观的行为

引起; PTSD 由他人的死亡、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

伤害引起。第二, 从个体在事件发生时扮演的角

色来看, 个体在道德损伤发生时, 可能扮演行为

实施者、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角色; 在 PTSD 发生

时, 则仅扮演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角色。第三, 从个

体感受到的痛苦情绪来看, 道德损伤带给个体的

是内疚、羞愧、愤怒; PTSD 带给个体的是害怕、

恐惧、无助。第四, 从生理唤醒水平来看, 道德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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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发生时 , 个体的生理唤醒水平没有明显改变 ; 

PTSD 发生时, 个体的生理唤醒水平出现明显的

提高。第五, 从个体的缺失感来看, 道德损伤带来

的是信任感的缺失; PTSD 带来的是安全感的缺失。 

3  道德损伤的机制 

Litz 等人(2009)曾尝试用 PTSD 的相关理论来

解释道德损伤。如以 PTSD 的社会认知理论解释, 

则认为道德损伤所涉及到的创伤经历违背了个体

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信念, 从而导致认知失调和内

心冲突, 因此如何调和这种矛盾是决定道德损伤

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个体不能把相关的事件整

合到已有的认知模型当中, 就会感到内疚、羞愧、

焦虑, 出现闯入性再体验, 导致持久的心理困扰。

虽然采用回避策略可能暂时缓解这种困扰, 但是

也会阻碍对相关事件的整合和从创伤经历中恢

复。虽然 PTSD 的理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

释道德损伤的产生与发展, 但与 PTSD 相比, 道

德损伤所涉及到的创伤经历并非全部是与死亡、

严重的伤害相关的, 道德损伤造成个体对世界和

自我信念的改变也可能是更深刻、更全面的。遭

受道德损伤的个体可能认为自己是不道德、无可

救药的或者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 

鉴于现有理论的不足, Litz 等人(2009)提出了

一个更为全面的道德损伤的工作概念模型。该模

型表明, 某一事件(该事件可以是自身犯下的错误

行为、或者未能阻止、或者听闻严重的违背道德

的行为)的发生如果严重违背了个体的准则, 则会

导致个体产生认知失调与内心冲突; 对于事件的

归因会极大地影响事件产生的结果, 如果个体的

归因是稳定的、内部的(自身的过错)、整体的(不

依赖于情境), 那么就会导致持久的羞愧、内疚和

焦虑, 这些消极的体验最终导致退缩 , 个体就无

法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进行纠正或修复; 久而久之, 

个体则会愈发地认为不仅是自己的行为, 连同他

们自己都是不可原谅的, 并且进行自我谴责; 这

些症状与 PTSD 的再体验、回避、情绪麻木相似, 

最终演变为个体持久的消沉情绪、自残、自我障

碍。上述过程有可能循环往复。除此之外, 诸如

神经质、羞耻易感性这些个体差异因素可能是危

险因素, 会增加道德损伤的可能性; 而具有公正

世界的信念(即认为错误的行为会带来不好的后

果, 但是可以补救或修复)、获得宽容的支持、具

有较高的自尊能够增加个体寻求纠正过失的可能, 

这些是道德损伤的保护性因素。 

Koenig 等人(2017)提出了一个道德损伤的动

力学模型, 将道德损伤的宗教症状和心理症状进

行了区分。该模型表明, 尽管个体在经历违背自

身道德准则的潜在道德损伤事件后, 在临床上表

现出相似的结果, 但是其中的内在机制有可能是

不同的。如果个体具有宗教信仰, 那么其道德损

伤可能主要表现为宗教上的挣扎、丧失宗教信仰

或希望; 如果个体没有宗教信仰, 那么其道德损

伤可能主要表现为心理症状, 包括内疚、羞愧、

信任感的丧失等等。虽然 Koenig 等人对宗教症状

和心理症状做出了区分, 但他们也指出两者之间

可能是存在重叠部分的。宗教上的道德损伤和心理

上的道德损伤可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和影响, 

并最终导致临床上的 PTSD、抑郁症或焦虑症等。 

此外 , 由于潜在的道德损伤事件范围很广 , 

许多研究者也对其进行了划分, 以便更细致地探

讨不同类型下道德损伤的产生机制(Currier et al., 

2018; Frankfurt et al., 2017)。涉及自我导向的事件

(例如实施犯罪、未能阻止犯罪等)更可能导致消极

的内在情绪和认知(例如内疚、羞愧、无法自我原

谅); 涉及他人导向的事件(例如目睹暴力行为、被

信任的人背叛)更可能导致消极的外在情绪和认

知(例如愤怒、信任感丧失、无法宽恕)。 

从相关实证研究来看, 一些研究已经检验了

潜在越轨行为、内疚和羞耻以及道德损伤结果之

间的关系。Jordan 等人(2017)在一项针对现役海军

陆战队军人的研究中发现, 基于犯罪的潜在越轨

行为与内疚和羞耻直接相关 , 内疚和羞耻与

PTSD 直接相关, 但是基于犯罪的潜在越轨行为−

内疚和羞耻−PTSD 的间接路径并不显著。但是

Frankfurt 等人(2017)在一项对 9·11 事件后退役军

人的研究中发现, 经历不同的军事创伤或潜在越

轨行为后, 道德损伤的发展存在多条途径。其中

潜在越轨行为通过内疚(一个关键的道德损伤机

制)与道德损伤的结果(PTSD 症状、自杀)间接相关。 

总体来看, 目前对于道德损伤机制的研究仍

然十分缺乏并且已有研究结果之间也存在差异 , 

这也阻碍了对道德损伤的深入理论建构和干预措

施的开发(Neria & Pickover, 2019)。此外, 尽管在

实验室条件下对道德损伤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非

常困难(包括需要诱导强烈的、可预测的和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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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状态; 结合个人特定的因素, 如宗教背景、

文化、社区和损伤的性质),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道德损伤和 PTSD 虽然常常同时发生, 但神

经机制并不相同(Barnes et al., 2019)。 

4  道德损伤的测量 

随着对现役军人、退伍军人的道德损伤研究

增多, 研究者也尝试开发一些心理测量学上可靠

的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操作化和测量。虽然过去

已有的一些量表可以用来对道德损伤的部分方面

(例如内疚、羞愧等)进行评估(Stein et al., 2012; 

Bryan et al., 2013), 但是并不能完整全面地评估

道德损伤这一独特概念。目前已编制了专门测量

道德损伤的多维度量表, 这些量表按照评估的内

容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独评估道德损伤症

状; 另一类则是同时评估引发道德损伤的事件和

道德损伤症状。 

Nash 等人(2013)编制了第一个专门用于评估

道德损伤的多维度量表：道德损伤事件量表(Moral 

Injury Event Scale, MIES)。该研究以 1039 名美国

海军陆战队队员为被试, 量表包含感知到的过失

与感知到的背叛两个维度, 共有 9 道题目, 采用 6

点计分法,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在部队部署 3

个月之后对其中的 533 名被试再次进行施测, 结

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Bryan 等人

(2016)对 MIES 的心理测量属性进行了进一步的

评估, 结果支持了 MIES 的结构效度。Bryan 等人

同时提出将 MIES 改进为感知到他人的过失、感

知到自己的过失、感知到他人的背叛三个维度 , 

修改后的模型与数据的总体拟合度更好。作为第

一个专门用于评估道德损伤的多维量表, MIES 既

评估了道德损伤事件又评估了道德损伤症状, 条

目数较少方便施测,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

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工具, 用于军

事背景下, 当个体暴露于可能与自身深层道德信

念相抵触的事件时, 评估这些事件的普遍性和个

体感知到的强度。这是评估道德损伤的生物、心

理、社会影响的必要前提。 

Currier 等人(2015)开发了第二个专门用于评

估道德损伤的多维量表：道德损伤问卷−军事版

(Moral Injury Questionnaire-Military Version, MIQ- 

M)。该量表没有报告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但是研究发现道德损伤较高的得分更多的与一般

战斗暴露、工作和社会不适应、抑郁症和 PTSD

相关。当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部署相关因素和

与战斗相关的生活威胁压力因素后, MIQ-M 得分

也与自杀风险和其他心理健康指标有独特的联

系。这些研究结果为 MIQ-M 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

证据, 但是该量表存在取样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

足的问题。 

总体来看, MIES 与 MIQ-M 是目前仅有的两

个既评估道德损伤事件又评估道德损伤症状的量

表, Koenig 等人(2019)通过对 1980 年至 2018 年与

道德损伤有关的文献进行回顾, 发现 MIES 被更

多的研究者所使用。这可能是因为 MIES 具有简

便易操作、信效度良好的优点。此外, MIQ-M 明

确规定道德损伤事件必须是在战时部署情况下发

生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适用范围。 

虽然 MIES 与 MIQ-M 能够同时评估道德损伤

事件和道德损伤症状, 但是道德损伤事件是已经

发生的客观事实, 无法改变, 而道德损伤症状却

可以通过干预手段来缓解改善。因此在临床实践

当中, 如果要对个体治疗干预之后的道德损伤症

状再次进行评估, 那么采用 MIES 或 MIQ-M 就会

导致对干预效果的评估变得复杂。 

鉴于此, Koenig 等人(2018b)开发了单独用于

评估道德损伤症状的量表：道德损伤症状量表−

军事版(The Moral Injury Symptom Scale-Military 

Version, MISS-M)。MISS-M 共 45 个条目, 由 10

个分量表组成, 评估的是背叛、内疚、耻辱、道

德困扰、宗教斗争、宗教信仰−希望的丧失、意义

和目的丧失、难以原谅、失去信任和自责, 采用

10 点计分, 得分越高代表道德损伤症状越严重。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 重测信度为

0.91。由于题目较多, 为了方便临床医生和研究人

员的使用, Koenig 等人(2018a)又编制了 MISS-M

的简略版本：道德损伤症状量表−军事版(简略版) 

(The Moral Injury Symptom Scale-Military Version 

Short Form, MISS-M-SF)。MISS-M-SF 仍由 10 个

分量表组成, 但每个分量表仅保留 1 个条目, 总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3, 处于可以接受的范

围, 与 MISS-M 也有很高的相关性(r = 0.92)。作

为第一个单独评估道德损伤症状的多维度量表 , 

MISS-M 对道德损伤症状的测量非常全面, 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既可用于研

究针对道德损伤症状的治疗方法, 也可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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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跟踪道德损伤症状的严重程度。同时其简

略版也解决了原版题目较多 , 施测不便的问题 , 

相关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 

MISS-M发表之后间隔不到一个月, Currier等

人(2018)也发表了一个专门用于评估道德损伤症状

的量表：道德损伤表现量表−军事版(Expressions of 

Moral Injury Scale-Military Version, EMIS-M)。该

量表共 17 个条目, 采用 5 点计分, 从自我导向和

他人导向两个维度评估道德损伤的症状, 自我导

向维度评估内疚感、羞耻感、道德困扰、自我谴

责、社交退缩和无法原谅自己的症状, 他人导向

维度评估愤怒和背叛、报复和对他人所做的事情

的厌恶感。EMIS-M 不仅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和重测信度, 还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

效度, 同样是一种评估道德损伤症状的可靠有效

的测量工具, 能够为临床医生开展治疗工作提供

支持。 

以上 5 个量表的适用对象均是军人, 在新冠

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医护人员的道德损伤

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疫情爆发阶

段, 医护人员就像是奋战在一线的战士, 由于有

限的个人精力和医疗资源, 他们无法照顾精心照

顾每一位患者, 同时还要面临自身感染或将病毒

传染给亲人的风险, 这些潜在的道德损伤事件最

终可能导致医护人员的道德损伤。也有学者推测

医护人员身上未被识别诊断的道德损伤可能是造

成他们职业倦怠以及其它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

(Kopacz et al., 2019)。为了评估医护人员的道德损

伤症状, Mantri 等人(2020)对 MISS-M-SF 每个条

目的语句进行了修改, 使其适用于医疗背景下护

理患者的医护人员 , 形成了道德损伤症状量表−

医护人员版 (The Moral Injury Symptom Scal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Version, MISS-HP)。作为

第一个测量军人以外群体道德损伤的量表, MISS- 

HP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冠肺炎

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它不仅为识别诊断医护人

员的道德损伤提供了及时、有效、客观的方法, 也

推动了道德损伤的研究从军人群体拓展到更大范

围的其他群体。我国学者 Wang 等人 (2020)将

MISS-HP 翻译为中文版, 在 2020 年 3~4 月对 583

名护士和 2423 名医生进行在线调查, 结果显示

MISS-HP 在中国大陆医护人员样本中同样具有可

以接受的信效度。 

现有的道德损伤测验量表各有特点, 研究人

员或临床医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这些

量表均可以用于道德损伤的筛查, 但具体的诊断

还应当结合临床访谈, MISS-M、MISS-M-SF 和

EMIS-M 还可以用于跟踪道德损伤症状随着治疗

的变化情况, 为道德损伤的干预提供目标。此外, 

MISS-HP 及其中文版的开发为道德损伤研究的深

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由于开发时间较短及样

本的选择等问题, 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在不同的环

境和人群下对其心理测量特性进行检验。 

5  道德损伤的干预 

道德损伤相关测量量表的不断开发与完善 , 

为临床工作人员提供了筛查道德损伤人员、进行

症状变化评估的工具, 使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方案

有据可依。研究发现道德损伤在退伍军人身上(特

别是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身上 ) 非常常见

(Hodgson & Carey, 2017; Shay, 2014), 并且与现役

和退役军人自杀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Ames et al., 

2019), 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具有迫切的现实

意义。目前主流的干预措施有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基于 CBT 的

适当暴露疗法(Adaptive Disclosure Therapy, ADT)、

认知加工疗法(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CPT)、

基于 CPT 的精神整合认知加工疗法 (Spiritually 

Integrated 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SICPT)等

等, 尽管有些疗法常见于 PTSD 的治疗当中, 但

在治疗道德损伤的核心症状方面也具有很好的效

果。此外, 由于道德损伤还涉及到精神方面的问

题 , 而 补 充 和 代 替 医 疗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当中的一些方法被认

为能够帮助个体处理其生活中固有的精神和存在

方面的问题, 这使它在治疗受到道德损伤的现役

和退役军人方面可能具有独特的地位(Kopacz et al., 

2016)。以下主要介绍 ADT、CPT、SICPT 和 CAM

中的精神关怀这几种干预措施。 

5.1  适当暴露疗法 

Litz 等人(2009)在提出道德损伤这一概念的

同时 , 还提出了道德损伤的临床护理工作模式 , 

这套旨在修复道德损伤的干预策略总共包含 8 个

步骤, 可以视为适当暴露疗法的早期雏形。步骤

一：建立强大的工作同盟和信任与关怀的关系。

步骤二：让来访者了解什么是道德损伤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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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立一个促进改变的计划。步骤三：采用暴

露疗法, 发掘关于道德损伤经历的有害的不可原

谅的信念, 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转变。步骤四：

审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错误信念, 整合道德观与

自我价值感。步骤五：运用空椅技术, 与一位充

满爱心、仁慈的道德权威(父母、祖父母、教练、

神父)进行想象对话。步骤六：补偿与自我宽恕。

步骤七：与自我或他人重新建立联系。步骤八：

评估自身未来的目标与价值。虽然这些步骤是按

顺序排列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会有重叠, 有些步

骤需要贯穿整个治疗过程。 

Steenkamp 等人(2011)基于 CBT, 开发出了适

当暴露疗法。这是第一个专门为受到道德损伤的

个体而设计的治疗方案, 旨在通过想象暴露练习, 

促进对事件的重新评估, 实现自我宽恕和行为上

的积极改变。该疗法包含每周 1 次, 每次 90 分钟, 

共 6 次的疗程。考虑到现役军人可能随时会被部

署到其他地方, 因此比标准的 CBT 疗程要短得

多。第一次治疗主要用于评估现役军人的现状 , 

确定目前最令人苦恼、困扰、受伤害的事件, 教

给来访者有关适当暴露疗法的知识, 并建立现实

的目标。中间的四次治疗, 结合想象的暴露练习, 

致力于情感上处理战争记忆, 挖掘各种要素和进

行联想, 并帮助来访者表达出他们对这段经历的

意义和影响的真实的、不加掩饰的信念(如：羞耻、

自我厌恶等), 然后鼓励来访者与一位道德权威进

行想象对话。最后一次治疗是用来回顾和强调所学

到的积极经验, 据此来规划长远的发展(Litz et al., 

2016)。最初的试点试验显示, 参与者的 PTSD 症

状、抑郁症状和有害的创伤后认知减少, 该干预

措施受到参与者的好评(Steenkamp et al., 2011)。 

5.2  认知加工疗法 

认知加工疗法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最早是为

治疗 PTSD 而开发。Resick 和 Schnicke (1992)认

为个体有三种方式将于创伤有关的新信息纳入他

们现有的模式：同化(改变新信息以匹配原有的信

念)、适应(调整原有的信念纳入新信息)、过度适

应(完全改变原有的信念以适应新信息)。对创伤性

信息的适应可以带来积极的改变, 而过度适应会

导致对自己、他人、社会的不良的信念, 对他们

的自我价值、安全感和危险感以及信任自己和他

人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最后, 个体从创伤中自

然恢复的过程就会停滞不前, 这些信念会导致内

疚、羞耻和自我毁灭行为(Resick et al., 2016)。在

道德损伤的案例中, 个体会因为自己应该做或不

应该做某事而感到过度的内疚、自责或背叛, 产

生“我是坏的人”、“我是不值得(尊重)的”等不良信

念(Held et al., 2018)。CPT 通过认知重组来发展与

创伤相关的新的个人意义, 帮助创伤幸存者从中

解脱, 从而恢复创伤后的自然康复过程。作为一

种治疗方式, CPT 在减少抑郁、内疚、羞愧、愤怒

和自杀意念等症状方面非常有效(Galovski et al., 

2013; Resick et al., 2012; Resick et al., 2015), 这些

都是道德损伤的核心特征。 

虽然 CPT 在处理道德损伤相关症状方面表现

出了有效性, 但在治疗 PTSD 的过程中没有解决

精神性的问题, 而这恰恰是道德损伤的重要构成

因素。Pearce 等人(2018)对 CPT 进行改进, 提出

了精神整合认知加工疗法。该疗法总共 12 次, 每

次 50~60 分钟, 为期 6~12 周。不同于 CPT, SICPT

直接针对道德损伤, 将它视为个体从 PTSD 当中

康复的障碍, 帮助个体利用精神或宗教资源来挑

战错误的思维模式 , 从而改变对损伤的错误解

释。有时道德损伤可能来源于个体故意的行为或

故意不作为, 这时个体的内疚或自责并不是来源

于错误的解释, 认知重组可能不足以解决道德损

伤, 因此 SICPT 引入了一些精神概念(慈悲、宽恕、

祝福、忏悔等 )并组织相应的仪式活动。此外 , 

SICPT 还鼓励个体获得宗教团体的支持或参与宗

教活动来促进康复和融入社会。最后, 鉴于精神

斗争(包括对上帝的愤怒, 对上帝允许这种情况的

发生感到愤怒等)也是道德损伤的一部分, SICPT

还将个体精神上的斗争具体化并进行处理。由于

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利用到宗教信仰, 因此 SICPT

只适用于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体 (Pearce et al., 

2018)。一项多地点研究显示, 受访的 427 名美国

退役军人中, 接近 75%的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

活中很重要或非常重要, 超过 80%的人认为宗教

给他们的精神带来影响,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

愿意接受类似 SICPT 的精神整合治疗(Koenig et al., 

2018b)。 

5.3  补充和代替医疗——精神关怀 

补充和代替医疗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概念, 包

括了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民间疗法等等。由于

包含非科学的内容, 因此不在现代西方医疗体系

当中, 但是随着作用机理和有效性得到科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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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法不断增多, CAM 也正在成为现代西医的有

益补充。“精神关怀”被普遍认为是一种 CAM 服务, 

其中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和正念(mindufulness)

在治疗那些受到道德损伤的人当中可能是有用的

(Kopacz et al., 2016)。 

教牧关怀原意指宗教活动中牧师或主教给予

教民情感和精神上的关心与帮助。但如今, 教牧

关怀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群体的宗教活动, 它

被定义为一种以护理者和寻求护理者的对话为特

征的治疗方式, 这种对话探讨寻求护理者目前所

处状况的可能性和影响的宗教性解释 (Furniss, 

1994)。教牧关怀并非将价值观和信仰强加给寻求

护理者, 而是非评判性地倾听, 对他们的需求和

愿望给予支持与帮助, 对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信仰

方面的问题保持关注(Raffay et al., 2016)。Kopacz

等人(2016)认为教牧关怀能够帮助个体重拾意义

感和目的感、面对苦难、寻求宽恕和感恩等等。

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 接受了教牧关怀的患者能

够更坦诚地对待自己, 更乐观地看待自己的疾病, 

焦虑明显减少并且感到平和、感觉更有控制力

(Lobb et al., 2019)。 

此外, 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了一种道德损伤

的新型干预模式, 为跨学科干预道德损伤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开端。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由牧师和

心理学家合作主持一个道德损伤团体, 该团体为

期 12 周, 每次 90 分钟。试点实验结果显示参与

者在干预后抑郁症状减少、心理功能改善、自我

同情增加并且结果不受参与者同时参与的其它心

理治疗的影响(Cenkner et al., 2020)。总体来看, 教

牧关怀能够帮助个体调动精神资源来处理与道德

损伤相关的宽恕、内疚等问题, 并且在外国公民

普遍具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下, 带有宗教元素的教

牧关怀熟悉度与认可度也较高, 对没有宗教信仰

的人群也显示出了包容性(Lobb et al., 2019), 是

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 

此外, 基于正念的一些疗法也可以作为治疗

道德损伤的一种选择, 这些方法包括：正念减压

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接纳与承诺疗法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Nieuwsma et al., 2015)和正念认知

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这些方法的核心都是培养正念, 一种有目的的、

有意识的, 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 而对当下的一

切又都不作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 只

是单纯地觉察它、注意它的心理状态。基于正念

的疗法可以帮助个体提高注意力、更好地控制自

己的情绪和对事物的觉察, 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

积极改变。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对经验的非评判

态度和有意识的觉察与退伍军人的 PTSD 症状和

心理健康状况相关(Stephenson et al., 2017), 最近

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基于正念的疗法在报告道德

损伤的现役军人中具有潜在的效用(Hamrick et al., 

2019)。 

6  总结与展望 

道德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早在

春秋时期, 管子便首先将“道”与“德”二字连用。道

德损伤也并非新生事物, 只要个体具有道德观念, 

就难免因面临道德冲突而遭受不同程度的道德损

伤。虽然道德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对道德损伤

概念进行学术上的界定并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过

去十余年。尽管如此, 在这十余年里, 来自心理

学、精神病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在军人

群体中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并且在道德损伤

的概念、机制、测量、干预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

成果。目前该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思

考, 它们也是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的方向。 

6.1  事件与结果相区分, 理论模型有待完善 

现有的研究大多将暴露于潜在的道德损伤事

件等同于受到道德损伤, 实际上暴露于潜在的道

德损伤事件只是产生道德损伤结果的一个必要条

件, 而非充要条件。潜在的道德损伤事件最终演

变为道德损伤还受到个体的认知、社会支持等因

素的影响。潜在的道德损伤事件可能使个体感到

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本身也可以视作对不道德事件

的正常反应, 只有当个体不能调和这种认知上的冲

突时 , 使用道德损伤一词才是恰当的(Farnsworth  

et al., 2017)。此外, 已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理论模

型来解释道德损伤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保

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 但目前对于道德损伤机

制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这也是该领域研究的一

个重难点所在。 

6.2  评估量表不断开发, 诊断标准有待确立 

尽管目前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多个专门用于

评估道德损伤的多维度量表并且来自临床上的反

馈验证了其有效性, 但是这些研究选取的样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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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不够广泛, 代表性不足, 因此无法确定是否准

确全面地评估到了道德损伤这一概念。此外, 这

些量表的编制都缺乏一个“金标准”来对道德损伤

的结果进行衡量(Koenig et al., 2019; Griffin et al., 

2019), 即量表得分达到哪种程度时, 可以作出道

德损伤的诊断、较高的量表得分具有怎样的临床

意义, 因此道德损伤的诊断标准仍有待确立。 

6.3  关注文化背景差异, 道德标准有待界定 

道德损伤是由于行为或事件与个体所信仰的

道德准则相违背引起的, 然而不同的个体可能信

仰不同的道德准则, 存在不同的道德判断。美国

是一个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 而宗教与道德又

有着密切的联系, 基督教的教义当中含有许多道

德色彩的内容 , 对教徒产生着引导和约束的作

用。在这一文化背景下, 面临着道德损伤的个体

往往会寻求宗教上的支持, 相应的干预措施也都

普遍融入了宗教元素。而中国人普遍不信仰宗教,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道德的约束常常来源于传

统文化以及社会舆论, 缺乏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 

所以未来在我国开展道德损伤研究的时候, 研究

者应当关注到这种文化差异。值得注意的是, 不

同的职业有着各自的职业道德准则, 它们对从业

人员有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例如在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下, 《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南丁

格尔誓言》都被医生和护士普遍认同接受, 这就

为研究医护人员的道德损伤提供了一个统一的道

德标准, 并且有利于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比较。未

来当研究者希望在其他群体开展道德损伤研究时, 

从职业道德准则的角度入手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

思路。 

6.4  研究群体逐渐扩大, 适用范围有待推广 

虽然道德损伤这一概念是在对军事样本进行

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 并且目前的研究主要也是

围绕军人群体开展, 但这并非意味着道德损伤是

军人身上独有的现象。目前已经有研究开始关注

到不同的群体, 包括难民(Nickerson et al., 2015)、

社会工作者(Haight et al., 2016)、学校工作人员

(Levinson, 2015)、警察 (Papazoglou & Chopko, 

2017)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医护人员(Mantri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0; Hines et al., 2021)。

虽然目前针对军人以外群体的道德损伤研究还很

少, 但这些研究都是良好的开端, 因为不同的群

体可能面对不同的道德情境, 他们在经历不同性

质的潜在道德损伤事件后, 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道

德损伤症状。所以未来的研究如果能将道德损伤

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不同群体, 这将有助于更细致

地划分不同类型的道德损伤, 推广道德损伤的适

用范围, 丰富道德损伤的内涵, 拓展道德损伤概

念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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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injury: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I Pan, DAI Yan 
(School of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Moral injury refers to the long-lasting psychological, biological, spiritual, behavioral and social 

impact on an individual after the exposure to morally injurious events, which entail “perpetrating, failing to 

prevent, bearing witness to, or learning about acts that transgress deeply held moral beliefs and 

expectations”. Since Litz et al. (2009) redefined this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moral 

injury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 ethics, psychiatry, and sociology. At 

present,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a number of multi-dimensional scales to measure the events or 

symptoms of moral injury and have u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mindfulness therapies, and adaptive disclosure therapy based on CBT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moral 

injury to intervene. Future researches can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moral injury further, 

establish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oral injury, widen the application of moral injury,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injury, so as to improv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es on moral injury. 

Key words: moral injury,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mechanism, measurement,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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